
云冈第9、10窟

窟前辽代建筑原状探讨

第9、10窟在云冈石窟的中部窟群，为北魏孝文

帝太和八年至十三年（484～489年）宠阉钳耳庆时

（王遇）主持营造的一组双窟。其窟室外壁雕凿的仿

木建筑佛殿外貌形式，是中国古代佛教石窟发展演

变过程中，印度石窟原有模式的影响日渐减退，开始

模拟中国传统木结构殿堂特点等地面建筑样式，形

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造型。北朝以后，这种

作法不再流行，逐渐被在窟前接连修筑的木构殿堂

建筑取代。辽兴宗、道宗时期（1031～1100），云冈

石窟窟前曾修造过十座木结构殿堂建筑的大寺，即

“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

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金熙宗皇

统三年至六年（1141～1146）重修灵岩大阁九楹。第

9、10窟这组双窟为十座大寺其中之一，宿白先生根

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

碑》）记载研究推测为崇福寺[1]。可惜这些辽金时代的

木结构建筑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但从窟外崖面上残

留的一些梁孔椽眼遗迹及窟前地面发现的建筑遗址

观察，十寺建筑规模宏大，与文献所记符合。

在已发掘的云冈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中，云冈第

9、10窟遗址保存情况最好，取得的资料较全面。因

此，亦有条件根据该遗址现存状况，利用大同地区华

严寺、善化寺丰富的辽金建筑实物资料，对云冈窟前

建筑进行初步探讨，研究辽金时代的窟檐建筑特征。

同时，通过对第9、10窟木构建筑的原状探讨，可以

为进一步了解其他大型窟檐建筑，如灵岩大阁九楹

等建筑形制提供线索。

1972年和1992年，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等为配

合石窟加固、保护维修工程，先后两次在第9、10窟

窟前及前室窟顶进行了考古发掘，使我们对窟外地

面及崖面建筑遗迹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原

状探讨的主要依据是将两次发掘资料综合、系统地

进行研究。考虑到云冈第9、10窟窟外崖面有北魏的

仿木构建筑雕凿，窟前又有早于辽代（或为唐代）和

辽代的木结构建筑窟檐多次修建等问题，结合两次

考古发掘上、下两个不同层位的遗址保存情况，以上

层辽代遗址保存情况好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先讨论

上层辽代窟檐建筑的原状，下层建筑遗址待条件成

熟后再进行讨论。

　　      一、窟檐的建造年代

1.窟檐建造年代

从第9、10窟窟前上、下层木构建筑遗迹分析，

可分为两个时代。下层建筑烧毁的檐柱遗迹被上层

建筑辽代铺地方砖覆盖，遗址层位清晰，叠压关系明

确，但下层建筑的建造时间和损毁具体年代就目前

而言无法确定，仍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只讨论上层辽

代木结构窟檐建筑的建造年代，依《金碑》“重熙十

八年，母后再修”的记载，说明云冈十寺已经有部分

寺院营建，这里“母后”应指辽兴宗执政时其生母钦

哀皇后，“再修”言外之意属于辽代的云冈十寺工程

续建。按《辽史·兴宗一》说：重熙八年（1039）十

一月戊戌，辽兴宗耶律宗真“朝皇太后（钦哀皇后），

召僧论佛法”，以及《全辽文》卷二说：法天皇后（即

钦哀皇后）“洞达三乘之义”的秉性，笃信佛教的母

子可能在重熙初年就开始营造云冈十寺部分寺庙，

故碑文出现“母后再修”这段史事记述。辽代十寺究

竟何时全部建成，现在没有确切时间，仅从《金碑》

“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记载说明工程仍在继

续，可见云冈十寺工程十分浩大[2]。按《辽史·道宗

二》文献记载说：清宁三年（1057）法天太后（钦哀

皇后）已死，云冈工程只能委任转运来监修，何况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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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宗曾多次亲幸西京（大同），并在清宁八年（1062）

“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说明皇室对西京

陪都大同的佛寺重视，特别是咸雍五年（1069）下诏

在云冈石窟“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这条资料的记

载，似乎暗示着云冈十寺工程结束，因而寺院管理成

为当时的主要工作。因此，我们推测云冈十寺修建时

间为辽兴宗、道宗前期，即重熙初年至咸雍五年

（1032～1069），大约30年的时间。第9、10窟即为

十寺之一，上层的辽代窟檐建造也应在这段时间。

2. 窟檐之毁时间

辽代云冈十寺毁于何时，史料并未明确记载。但

据《金碑》所记：“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毁，

灵岩栋宇，扫地无遗”，说明辽末“十寺”之一的灵

岩曾遭焚劫。不久，金初皇统间即为恢复，碑文云：

“皇统初，缁白命议⋯⋯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自

皇统迄元末，二百余年大约变化不大。明自正统十四

年（1449）迄隆庆元年（1567）近百年间，由于瓦剌

部、鞑靼部屡扰大同，几乎到无岁不犯程度，有时鞑

靼进犯甚至一年多达三四次。因此，十寺之毁，很可

能就发生在这漫长的“卒无宁岁”的鞑靼之役的过程

中[3]。

          二、窟檐的遗址概况

遗址概况主要依据1972年、1992年两次考古发

掘。前者见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的《云冈石窟建筑遗

迹的新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和姜怀英等的

《云冈石窟新发现的建筑遗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9月），但是简报及研究

仅为第9、10窟窟前建筑遗址局部；后者本人参加了

1992年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对遗址的详细情况根据

尚未公布的发掘记录、建筑柱网分布、尺寸、实测图

等相关材料进行了研究。现将其中与探讨原状有直

接关系部分的遗址情况分析简介如下：

1.地面柱础建筑遗迹

窟前基岩地面凿有四排与洞窟前壁方向平行的

方形柱础基槽。根据柱网排列，结合地层分析，依北

向南第2排柱穴组成一座面阔七间的木构窟檐建筑，

为下层建筑遗址，属于早于辽代或唐代修建的木构

窟檐建筑；第1、3、4排柱础基槽组成一座面阔五间

的木构窟檐建筑，为上层建筑遗址。

第1、3排柱础基槽为方形，130～145厘米见方，

深11～25厘米，基槽底面标高（这里以窟檐建筑地

面为±0，即现存柱础石顶面,下同）为－43厘米至

－24厘米之间，二排柱网全部保存，状况良好；第

4排柱础基槽接近方形，100～160厘米见方，深仅7～

12厘米，底面标高为－34厘米至－31厘米之间，现

保存西侧明、次、梢间柱位。第1、3、4排柱网排列，

对分析建筑遗址的平面结构，探讨原状的窟檐建筑

云冈石窟9、10窟前遗址平面图

形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1排有4个柱础基槽，两明间柱

位各保留90×90厘米，厚约20厘米的

方形石柱础，柱础顶面超过第9窟前室

地面11厘米，标高为±0，柱础位置并

非在柱础基槽中央，现两柱间面阔础中

——中距离为665厘米，若柱础没有移

动，即为明间面阔尺寸。东、西次间的

柱础已失，从明间柱础位置观察，其位

置也并非放在基槽正中，因此次间柱中

位置只能推测。两梢间未凿出柱础基

槽，柱子是直接放在岩石面上。东梢间

柱底的岩石面标高为－10厘米，两侧各

凿有一个南北向沟槽，沟槽长分别为

103、115厘米，两槽的东西内边缘距离

90 厘米，这样似乎形成了一个柱础台

面；西梢间柱底的岩石面标高为－9厘

米，柱子北侧将北壁凿成一个半圆形的

凹槽，直径56厘米，由此可以推测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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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尺寸。考虑到梢间两柱地面几乎接近洞窟前室地

面，也不可能再在上面放置柱础石，如果这样柱础石

的厚度仅为10厘米左右，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失

去了柱础其本身作用，再加上该柱子靠近洞窟前立

壁和建筑两山面砌墙后将柱础遮住，因此推测该处

没有柱础。但两梢间柱中——中柱痕（础）位置可以

确定，据实测通面阔的总尺寸为23.60米，这为我们

分析复原建筑遗址通面阔提供了准确的数据。

第3排有6个柱础基槽，且与第1排对应，但柱

础石均失，柱子准确位置难以确定。现只能以柱础基

槽中心位置来考虑面阔和进深尺寸，据测量中间距

离面阔明间665、东次间455、西次间455、东梢间

380、西梢间385厘米。进深530～560厘米之间。

第4排残存3个柱础基槽，即西侧的明、次、梢

间，柱础基槽似方形不甚规则，因此中心位置更难确

定，据实测西次间450厘米，西梢间385厘米。进深

250～263厘米之间。

以上第3、4排柱中——中尺寸仅考虑了柱础基

槽中心位置，其每间面阔、进深的实际尺寸要以第1

排的明间面阔和通面阔提供的数据，参考柱网分布

情况综合分析。

2. 窟外崖面前室窟顶梁槽遗迹

第9、10窟窟外崖面前室窟顶6个梁槽与窟前地

面遗迹对应，应为辽代建筑遗迹。

前室窟顶凿上下两个平台，上层平台的梁槽据

《简报》介绍：方向与洞窟垂直（即南北向），大槽长

130、宽41、深12厘米。底面又凿1至2个20×13

×13厘米的小方槽，推测可能是为梁底安设木榫起

固定作用，以防止大梁向外移动。梁槽底皮标高为＋

1290厘米，即距第1排明间方柱础石面（即该遗址地

面）高度为1290厘米；梁槽北端距明间方柱础石中

的水平距离455厘米。梁槽通面阔2350厘米；明间

642、东次间467、西次间460、东梢间385、西梢间

396厘米，与地面柱础基槽的位置基本对应。下层平

台在梁槽两侧有对称的三角形槽，长43～52、宽25、

深24、中——中距90～120厘米，推测可能为了防

止整个梁架向前倾倒而安设的“托脚”的底槽[4]。

         三、窟檐原状的探讨

因为平面柱位已经十分肯定，现在首先应确定

建筑的形式。考虑到窟檐建筑后部与石窟崖面连接

特殊因素，因此窟外前室顶部梁槽遗迹，是确定建筑

高度、形式的重要依据。

1. 窟檐形式的分析

根据遗址平面的柱础基槽遗迹所示的柱位综合

分析：面阔五间，明、次、梢间的间距设计尺寸应依

次为656、456、396厘米，分别折合为21.5、15、13

尺。进深因窟檐后面的部分要与洞窟相接，仅存两

间，内、外间的距离设计尺寸依次为540、250厘米，

分别折合为17.7、8.2尺。实际上外间进深尺寸构不

成一间，似副间，但面阔方向的梢间尺寸为396厘米，

从柱网分布情况看来：前檐设副间、两侧无副间的构

造形式除悬山或硬山式建筑外，庑殿或歇山式建筑

不会出现。上述平面进深为790厘米，用二排内柱；

再加前室窟顶梁架进深455厘米，窟檐建筑实际进深

为三间，总进深为1245厘米，用六架椽。

若窟檐为厅堂式一面坡的悬山顶或硬山顶，排

水效果最佳，但它的坡面很宽。从平面来看，总进深

为1245厘米，这样用六架椽的—面坡结构显然不大

可能。再有，窟外崖面前室窟顶梁槽底部标高为1290

厘米，可以肯定它并非乳袱底皮的标高，如果此为二

椽袱(平梁)底皮高度，其袱上前端应承接中平  。椽

柱柱径依据山墙内遗迹推测为56厘米以下，按《营

造法式》中外檐平柱高不超过明间面阔规定，结合傅

熹年先生分析和研究宋、辽、金、元时代建筑平柱高

和角柱高为正立面模数，推测平柱的高度为590厘米

（通面阔:柱高为4:1，即2360:590）。另外,唐、宋建

筑进深为四椽以上时，其中平  至椽柱顶之距与椽

柱高相等[5]，依此计算，中平  标高1180厘米，与

实测其标高1290厘米（此处未加梁袱高度）相差110

厘米以上，因而梁架无法结构。这样我们排除了一面

坡的悬山或硬山顶窟檐这种方案的可能性。

大同地区辽金建筑除华严寺海会殿是用悬山式

以外，其余都是庑殿或歇山式的殿堂或厅堂结构。如

果窟檐考虑为庑殿或歇山结构形式，从平面来看，檐

柱与内柱之间有袱相连接，但两梢间面阔（396厘米）

与进深第一间（250厘米）尺寸不同，差距过大，这

样，在平面上形不成45°线的（斜梁）递角袱，构

不成屋顶上出的形式。再者，由于建筑形式为庑殿或

歇山式，推测前述崖面梁槽底皮（1290厘米）只能

是乳袱或阑额底皮的标高，因为在建筑两山面分位

上都有梁槽遗迹分布，特别是山面梁槽遗迹分布更

说明该标高不是平梁（二椽袱）底皮标高。依此计算，

若柱高590厘米，柱顶至乳袱之距为700厘米，如此

大的空隙，显然用斗拱无法交结，因此第9、10窟窟

前木构建筑只能为殿阁或堂阁形式结构。这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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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排除了殿堂或厅堂式庑殿或歇山顶的结构方案。

殿阁或堂阁式的建筑结构形式，其下层平面柱

位分布对上层屋顶形式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只要适

当地通过移柱，调整上层平面的局部柱位，就可以解

决屋顶形式，现存的实例有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屋顶

为庑殿或歇山式窟檐建筑，它的纵轴位置确定，需在

上层平面把两个角柱同前排内柱移动柱位连成45°

线并延长，此延长线交于后排内柱位置，即为建筑的

纵轴线，也就是屋顶上的正脊。正脊长度依此计算，

庑殿顶为770厘米，歇山顶为1568厘米。同时，建

筑的柱网还要以这条纵轴为对称轴作轴对称的布置，

第9、10窟窟檐建筑的从柱网分布情况来看，进深为

二间，但梁架却用六椽，进深为三间，这是因为建筑

附着于崖面之上，纵轴后部梁架直接搭在窟外前室

窟顶上之缘故。

纵轴后面屋顶坡向崖面，所形成的天沟，在排水

方面自然不太便利，但是，向后排水的屋面若为歇山

屋顶，约占全部屋顶面积水平投影的1/5; 庑殿屋

顶，仅为1/7。如果处理得当，排水对建筑还构不成

危害。云冈现存清初的第5、6窟窟檐，后面屋顶处

理成平台，疏导排水，效果较好。西北地区敦煌等地

的清末和民国初的窟檐天沟做法屡见不鲜，如莫高

窟130窟上部窟檐、94窟窟檐等[6]。可见窟檐后面屋

顶天沟处理方法能够解决排水问题。

从上述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殿阁或堂

阁式的歇山或庑殿屋顶窟檐建筑结构形式可能性最

大。因为它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平面柱网的布局和崖

面窟顶梁槽结构问题，在排水处理上可行，在殿阁外

观造型上也比较优美和谐，并且与现存的独乐寺观

音阁、善化寺普贤阁等实例相符。

2.窟檐原状的初步探讨

对窟檐原状的讨论，主要依据窟前地面遗址和

窟外前室窟顶遗迹，同时结合大同地区辽金时期建

筑特点。由于遗址各部分保存情况不同，所以对原状

探讨的程度就有所差异。台基、柱网遗迹保存稍好，

还有部分梁槽，有实测图可据，所以较为详细；阁身

墙体、门窗、斗拱、屋顶形式无迹可循，只能参照其

他的辽金建筑推测。

（1）台基　遗址仅存台基南沿，东、西沿皆无。

台基南北970厘米，南沿现存顺砌条砖四层，叠涩垒

砌，残高28厘米；外侧铺设散水，宽54厘米，泛水

3厘米。前檐柱中线以外台明宽根据推测约为152厘

米（因檐柱中心位置难以确定），折合为5尺。若依

南侧台明宽度考虑东、西两侧台明尺寸，台基东西估

计为2664厘米（通面阔+东西台明宽，即2360+2×

152=2664厘米），两侧散水宽亦同南侧。

台基高度根据殿阁内残存柱础石和散水标高比

较，实测为56厘米，结合台明泛水推测实际高度为

50厘米，正好与叠涩垒砌七层条砖高度相同。这种

叠涩垒砌台基作法，在山西地区辽金建筑中也比较

常见，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台基即采用这样做法[7]，可

见辽金之承继关系。此外，明间正中原设置踏道，若

台基高度为50厘米，推算可置三级踏步的台阶。

(2) 平面柱网　由于窟檐建筑后面与洞窟连接，

结构形式比较特殊，未完成总进深，因此，遗址所示

的柱位与《营造法式》的平面形式比较很难确定属于

何种格局。面阔五间，从上面分析的窟檐明、次、梢

间尺寸与大同华严寺、善化寺辽金建筑比较来看，窟

檐明、次间的间距尺寸差为200厘米，超过了其它的

辽金建筑，从而显得窟檐明间尺寸很大。究其原因，

在柱位分布上，面阔尺寸充分地考虑了第9、10窟洞

窟前室本身各有一个三开间殿堂前廊，形成的六个

窟门观瞻的视觉效果，这里将两个前室的相邻梢间、

明间、梢间与木构窟檐的明、次、梢间一一对应，所

以窟檐建筑出现了明间尺寸过大的现象。

（3）层数　窟檐高度与崖面的梁孔位置有关，同

时也影响着层数。前述窟外崖面遗迹的阑额底皮的

标高1290厘米，与独乐寺观音阁上层檐柱顶标高约

1300厘米接近，形式也应相似。据此推测，窟檐高

三层，而外观则似二层，其上下二主要层之间夹以暗

层，自外部观之不见[8]，此暗层位于下层天花之上，

上层地板之下，其地板也应在洞窟后室明窗高度，这

样就可以凭栏细观洞窟上层佛像。

（4）柱及斗拱  从大同地区的几座辽金建筑观

察分析，面阔五间建筑除善化寺三圣殿用材为②等

材外，其余三座都用③等材，所以窟檐建筑设定亦选

用③等材。斗拱部分柱头铺作采用外檐外跳双抄重

拱计心，里跳双抄下一抄偷心；补间铺作采用减一铺

作不减跳的作法。

平坐铺作与上述相同，但应考虑上层檐廊不能太

窄，因而第二跳的出跳要大于薄伽教藏殿，设定26分。

下层檐柱高度，由于台基的台明至檐柱中心仅

宽152厘米，加上散水的54厘米，共计206厘米，所

以檐出不可能太长。因此檐柱不能太高，根据檐柱与

通面阔的比例确定为1/5，高472厘米。这样可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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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尔时，地神见于如来在其境而转法轮，心

大欢喜，高声唱言。⋯⋯诸天闻已，欣悦无量，高声

唱言：‘如来今日于婆罗捺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转大

法轮。’”

27.降伏迦叶

画面见于东壁。释迦持钵趺坐，钵中一龙头。龛

内充满火焰，内侧一比丘执杖伫立。龛外围山峦叠

嶂，山间众梵志或持瓶倾水，或背罐运水，或缘梯扑

火，各种动物雀跃其间。

释迦夜宿石窟，内有恶龙发作，口吐烈焰，迦叶

众弟子赶来救火，火势反盛。释迦却安然无恙，降龙

入钵，教化迦叶。《过去现在因果经》卷四 ：“时恶

龙毒心转盛，举体烟出，⋯⋯迦叶惊起，见彼龙火，

心怀悲伤，即敕弟子以水浇之，水不能灭，火更炽盛，

石室融尽。尔时世尊身心不动，容颜怡然，降彼恶龙，

使无复毒，授三归依，置于钵中⋯⋯即便举钵，以示

迦叶。”

五、第６窟佛本行故事雕刻的佛经依据

讲述释迦一生事迹的佛本行故事经籍有很多，

流行于第６窟开凿前后时期的主要有马鸣《佛所行

赞》，支谦《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竺大力、康孟《修

行本起经》，竺法护《普曜经》，聂道真《异出菩萨本

起经》，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从第６

窟本行故事画面内容描述和故事发展的排列顺序来

看，不是按照一部经完成的，而是取材于《过去现在

因果经》和《普曜经》两部佛经中的内容。

少雨水对柱及墙下部冲刷。

（5）草架及屋顶形式　梁架基本上可按薄伽教

藏殿等大同地区辽金建筑考虑。这座面阔五间，进深

三间（实际应四间，因后面搭接崖面减少）的殿阁，

屋顶作庑殿式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正脊较短，仅为

770厘米。按北方地区楼阁建筑常见的歇山顶，做法

可依《营造法式》，收山约至梢间偏向次间侧。屋面

坡度，设定与薄伽教藏殿同，举高比例主要依据大同

地区善化寺、华严寺辽金实例，充分考虑了地方的气

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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